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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画年代的判定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
题。 21世纪初，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率领的学
术团队创立了岩画研究的考古学方法 [1]，十余
年的大量实践证明，这套方法能有效突破岩画
断代的瓶颈，为后续研究奠定科学的基础[2]。 但
团队也发现该方法在理解和操作中常存在一
些误区，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本文总结、分析目
前常见的研究失误，并以新疆巴里坤八墙子岩
画点 [3]为例，重新梳理、探讨这套方法的基本原
则和具体步骤，以期不断改进和完善。

一 研究步骤和常见误区

岩画考古年代学研究的基本步骤包括图
像分类、画面分层、分组与分期以及绝对年代
推断等，很多环节都存在一些常见的误区。

（一） 图像分类
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 考古资料的分类

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因为绝大多数岩画图像
题材都是动物， 故常见的分类方法一般是按
照动物种属先分大类，如羊、马、鹿等；其余非
动物形象也各自成大类，如人、车辆等。 然后

再依据形态上的各种细节划分小类 （即有的
研究中划分的“型”“式”），动物腿的数量、身
体的弧度、线条的粗细等都可以作为划分的依
据。这样，一批岩画往往被分为十几个大类，数
十个“型”“式”。

如果是作岩画的题材研究，采取这样的分
类方式是合理的，但如果仅是年代研究，如此
分类就过于繁缛，而且标准模糊，工作量巨大，
容易产生失误。 实际上，只需抓住可能与时代
差异关系密切且易于把握的主要特征就可分
类，不必拘泥于细节。 岩画的绘制技法、表现形
式、艺术风格等图像的呈现手法是其形态特征
的决定因素，应作为分类的首要标准。 此外，由
于尚未分析各类岩画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建议
在这一步就做型、式的区分。

（二） 画面分层
画面的分层是年代研究的基础，一旦出现

问题就会导致全盘皆错。 其原理是依据考古地
层学方法， 判断同一画面上岩画个体之间的
“层位关系”，即相对年代关系。

常见的层位关系有两种，一是个体间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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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关系，即晚期岩画覆盖并破坏早期岩画的现
象; 二是个体的“漆化程度”差异。 岩画在凿刻
完成后，由于大气尘埃的沉积作用，表面会逐
渐覆盖一层富含锰、铁离子的有光泽的氧化物
薄膜 ，被称为 “岩石漆 ” [4]，这一过程就是 “漆
化”。漆化程度即岩石漆颜色深浅度的相对差
别 ，同一画面上颜色越深的岩画个体 ，经历
的漆化时间越久，时代就越早，反之则越晚；
如果颜色相近 ，说明时代也接近 （但有时岩
石的风化会导致局部岩石漆颜色变化 ，需注
意甄别）。

这样，就能把同一画面上有共时关系的个
体合并到一个集合中，类比考古发掘中“文化
层”的概念，将这种集合称作一“层”岩画，通常
一个画面可分为 1～4 层。 根据早晚关系，可排
定各层的顺序，就像层层叠压的地层一样。 以
八墙子岩画 YH79-1 号画面为例，画面上共 30
个个体 （图一）。 首先根据漆化颜色的接近程
度，将其分为 3 层。 第①层包含 13、15～18、22、
23、25～30 号个体， 第②层包含 4、6、8、21 号个
体，其余为第③层。 第①层个体的颜色最浅，第
③层个体的颜色最深， 且第①层的 25、26号个

体打破第②层的 21 号个
体，13 号个体打破第③层
的 14号个体；第②层的 4、
8、21号个体又分别打破第
③层的 5、10、12和 20号个
体。 因此第①层时代最晚，
第②层次之，第③层最早。

画面分层常有一种误
区， 有的研究者弱化乃至
忽视客观存在的层位关
系， 而又过分强调岩画的
形态特征， 认为有共同形
态特征的岩画形象具有相
同的文化背景， 时代应较
为接近。 由此在分层时，常
把一个画面上的同类个体
倾向于归入同一层， 而把
异类个体倾向于做早晚区

分。 这样每层包含的个体种类几乎是唯一的，看
似非常“整齐合理”，实际上与层位关系往往相
矛盾。

如图一， 共存于 YH79-1 号画面第③层的
13 个个体 ，1、2、5、9、11、12、14、19、20、24 号个
体为线条式，3、7、10号为剪影式； 第②层的 6、
21号个体为剪影式， 而 4、8 号又属于线条式，
且与第③层的大部分线条式动物并无明显差
别。 像这种不同的形象共存于同层，或相似的
形象跨越多层分布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是因为，岩画并不是用途明确、制作专
门化的人工制品，其作者群体庞大，绘制标准
不统一，即使属于同一时代或同一族群，不同
作者的绘画能力、审美水平也千差万别，甚至
同一作者在不同的目的和状态下也会有不同
的表达倾向，因此风格迥异的作品有可能属于
同一时代。 相应地，造型简单、粗糙、随意的岩
画形象，可能在不同时代都有趋同现象，况且
还常有晚期的作者模仿早期作品的情况，因此
相似的作品也可能会存在于多个时代。 所以在
画面分层时应坚持以层位关系为本，不要受主
观推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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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八墙子岩画 YH79-1 号画面分层图（未编号的个体为近现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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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组与分期
可分两层以上画面和包含两类以上岩画

形象的画面一般被称作“典型画面”，是分期研
究的样本。 分析不同典型画面上的层与层的相
对年代关系， 把具有共时关系的层合并成组，
并排定各组的顺序，就初步形成了分期。 一定
要选择足够多的典型画面相互验证，如果样本
量有限，难免会以偏概全。

不同画面之间基本没有直接的层位关系，
需依据一些特征鲜明的岩画形象将它们相互
联系，这种岩画形象被称为“典型图像”，类似
考古类型学研究中的“标型器”，具有分布广
泛、时代单一的特点，可作为断代的标尺。 包
含同类典型图像的层，即可并入同组。遗憾的
是，现有的研究对典型图像的选择不够严谨，
往往只关注其数量是否丰富， 很少验证其年
代是否真的较为单纯。

一般来说，造型复杂、刻画精细，或是在风
格、技法等方面足够特殊的岩画形象，可作为
典型图像优先挑选。 这些形态特征说明它不是
随意绘制，而是具有较高艺术能力的作者为特
定目的专门创作的， 代表了特有的文化信息，
很难被后世再次创作或准确模仿，可能具有较
独立的年代。

挑选典型图像后， 仔细观察其分层情况，
在样本量足够的前提下，如果同画面上的同类
典型图像基本没有跨层分布， 即都属于同一
层，没有相互打破，并且漆化程度接近，就可证
明其年代是相对集中的。

典型图像确定后，将典型画面上包含同类
典型图像的层先合并成组，然后将晚于典型图
像的层归为一组，早于典型图像的层归为另一
组。自然就把不属于典型图像的个体放入了不
同组别， 并能计算出它们在各组的分布概率。
如果有几类典型图像， 则可以相互验证补充。
最后综合分析结果，得出所有典型画面的分组
以及各类个体在各组的出现频率。典型画面的
样本量越大，计算结果就越精确。

按照出现频率， 将剩余的非典型画面上
的岩画个体插入各组， 就完成了一批岩画的

分期。典型图像的期别归属比较明确，而非典
型图像很难一一确认其具体归属， 只能推断
其处于某个期别的频率高低， 以及每期的大
致数量。

（四） 绝对年代推断
岩画的绝对年代判断方法， 分为考古学

断代和自然科学测年两种 ，本文仅讨论考古
学方法 。 其原理是，如果岩画点本身是一个
聚落遗址的组成部分，或者附近有其他古代
遗存分布 ， 那么岩画与遗址应是密切关联
的，可根据岩画分期与遗址分期的对应关系
判断各期岩画的绝对年代范围。而一些特征
鲜明的岩画形象，也可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
来断代。

二 八墙子岩画年代研究

（一） 分类
八墙子岩画点共发现 185 个画面，640 个

古代岩画个体，其中动物形象约占 90%，其余
为人物和骑马人。 动物及骑马人形象均以侧面
视角描绘，不同的种属除在头、颈、角等特征部
位有所区分外， 对形体的表达方式基本一致，
因此可以把动物和骑马人作为一个大类，统称
为 “动物类”。 而人物形象不仅有侧面视角，还
有正面视角， 特征部位与动物也多有区别，可
作为另一大类。 根据呈现手法不同，各大类均
可细分为若干小类（表一）。

动物大类可分为 6小类。
A类动物：敲凿法绘制。线条式或狭长的轮

廓式。 颈部不明显，身体比例不协调，躯干和四
肢僵直，不表现生理曲度。

B类动物：敲凿法绘制。线条式或狭长的轮
廓式。 颈部明显，身体比例不协调，躯干和四肢
僵直或略有动态，基本没有生理曲度。

C类动物：敲凿法绘制。线条式或狭长的轮
廓式。 头颈部和躯干与 B类相似，但更富动态，
四肢有生理曲度，后肢关节刻画明显。

D类动物：敲凿法绘制。剪影式或丰满的轮
廓式。 头颈部明显，身体比例较协调，躯干和四
肢僵直或略有动态，基本不表现生理曲度。

■ 岩画的考古年代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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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类动物 ： 敲凿法绘
制。 剪影式或丰满的轮廓
式。 身体比例较协调，富于
动态。 躯干和四肢有明显
生理曲度 ，胸 、臀 、肩部突
出，腰部较细，四肢关节和
肌肉突出， 后肢表现尤为
明显。

F 类动物： 划刻+磨制
法或敲凿+磨制法绘制，边
缘齐整。 剪影式、特写式或
丰满的轮廓式， 其余特征
基本与 C 类动物相同 ，动
态感更强。 部分骑马人会
特写人物携带的兵器、甲胄
等装备。

人物大类可分为 2小类。
A 类人： 敲凿法绘制。

正面视角，手中不持物。
B 类人： 敲凿法绘制。

侧面或半侧面视角，手中持
弓箭或不持物。

不同类的个体总数及
拥有的动物种属数量差异
较大（表二）。其中 C类动物
和 A、B 类人总数均偏少 ，
A、B、D 类动物总数和种属
虽然很多， 但形态简单、粗
糙，均不适合做典型图像。
只有 E、F 类动物， 不仅数
量丰富， 而且图案清晰精
细 ， 刻痕深峻有力 ， 对关
节、 肌肉等生理曲度有专
门表现， 有的骑马人刻画
尤其复杂， 是较为理想的
典型图像。

（二） 分层、分组、分期
经过分层， 共确认 87

个典型画面，均未见 E、F 类
动物有同画面跨层分布的

■ 岩画的考古年代学研究

61



2022 年·第 10 期

现象， 而 A、B、D 类动物和 B 类人则常见跨层
分布。 如图一所示，所有 F类动物均属第①层，
所有 E类动物均属第②层，而 B 类动物则分属
第②、③层。 由此验证了 E、F 类动物年代的独
立性，适合作为典型图像。

共 13 个典型画面上的 13 层包含 F 类动
物（表三中所有画面的第①层），这 13层即可合
并为第 1组。组中除 52个 F类动物，还有 2个 B
类动物（属 YH90第①层）。

这些画面上没有晚于第 1 组的层，可知第
1组在所有岩画中时代最晚。 早于第 1 组的层
共 16 个（表三中所有画面的第②、③层），其中
有 19个 A类动物、16个 B类动物、2个 C类动
物、16 个 D 类动物、8 个 E 类动物和 1 个 B 类
人， 由此可计算出这 13 个典型画面上各类个
体在第 1组的分布概率和时代早于第 1组的概
率（表四）。

共 36 个典型画面上的 36 层包含 E 类动
物（即表五中画面 YH24、YH68、YH79-1、YH82、
YH87、YH104的第②层和其余画面的第①层），
这 36层即可合并为第 2组。 组中除 68个 E类
动物， 还有 10 个 A 类动物、17 个 B 类动物、8
个 C类动物、9个 D类动物和 7个 B类人。

这 36个画面上， 晚于第 2组的层共 6个，
即 YH24、YH68、YH79-1、YH82、YH87、YH104 的
第①层， 其中包括 18 个 F 类动物和 1 个 D 类
动物（属 YH104第①层），均可归入前文所述的
第 1组。 时代早于第 2组的层共 28个（表五中

除 YH104 第①层外，所有不
含 E、F类动物的层），其中包
括 45 个 A 类动物 、31 个 B
类动物、2个 C类动物、19 个
D 类动物 、5 个 A 类人和 2
个 B类人。

由此，可计算这 36 个典
型画面上各类个体在第 2 组
的分布概率和时代早于第 2
组的概率， 并补充 D类动物
在第 1 组的概率（表六）。 也
可知第 2 组的时代早于第 1
组，而晚于剩余的层。

时代早于第 2组的 28层可以合并为一组，
但也可进行更细的划分，因为其中 4 个画面上
的 8 层仍存在早晚关系 （表五中 YH6、YH31-
1、YH76-2、YH89-2 的第②、③层）。 时代较晚
的 4层， 有 3 个 A 类动物、4 个 B 类动物、1 个
C 类动物和 8 个 D 类动物，且每层都有 C 类或
D 类动物。 而时代较早的 4 层有 7 个 A 类动
物、8 个 B 类动物， 以及 A、B 类人和 D 类动
物各 1 个 ，没有 C 类动物 ，且每层都有 A 类
或 B 类动物。 这样，又可以把这 4 个画面上时
代早于第 2 组的层再分为两组，相对较晚的层
为第 3组，最早的层为第 4组，同样可以计算分
布概率（表七）。

虽然区分第 3、4组的样本量偏少， 但除了
这 4 个画面之外， 还有 21 个典型画面上也能
看到同样的现象， 几乎所有 C、D 类动物要晚

图二 八墙子岩画各期各类岩画数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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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绝大多数 A、B 类动物和 A、B 类人 （表八），
这和表七得出的概率基本相符，因而这两组的
划分可以成立。

经以上分析，各层及层内个体都归入了确
定的组别。 经过综合计算，可得出典型画面上
每类个体在不同组的出现频率（图二；表九）。
将剩余的非典型画面上的个体按出现频率插
入各组，就完成了八墙子岩画的分期。 按从早
到晚排序，第 4、3、2、1 组分别对应了第一、二、
三、四期。

第一期个体总数较多， 以 A、B类动物为主，
还有少量 D 类动物和 A、B 类人。 第二期个体
总数明显下降，A、B类人基本消失，D类动物增
加，新出现 C 类动物。 第三期个体总数最多，
新出现 E 类动物并占据主流，C 类动物和 B 类

人显著增加，B 类动物数量
回升 ，A、D 类动物则减少 。
第四期个体总数急剧减少，
F 类动物出现并占主流，其
余种类数量较少或消失。 在
分期的框架下，还可将动物
种属、绘制技法、场景分幅、
固定组合等不同指标进行
统计分析，全面认识岩画的
演变规律。

（三） 绝对年代
八墙子第一期岩画最

常见的A类山羊形象，与东天
山南麓哈密焉不拉克墓地
出土的陶双耳罐上的彩绘山
羊形象[5]基本一致（表一〇）。
该类陶器流行于公元前 13～
前 8 世纪， 东天山地区的考
古学文化在此阶段相当繁
荣，聚落遗址分布密集，这与
第一期岩画数量众多的特点
是相合的。

第二期岩画显著减少，
可能代表了文化的衰退。 而
在公元前 8～前 5 世纪，八墙

子岩画点所在的巴里坤盆地考古学文化处于
中衰期，遗存数量很少，和岩画表现出的特点
一致。

第三期岩画数量和种类最多， 占主流的 E
类动物， 无论是题材还是形态均与早期铁器
时代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盛行的动物纹图案一
致，巴里坤及周边的伊吾、吐鲁番、昌吉发现的
金属牌饰和木器纹样均可见此类造型 [6]，其年
代为公元前 5～前 1 世纪。 这也是当地考古学
文化的又一个兴盛期。

第四期岩画部分 F类骑马人描绘出了弓弢、
箭箙、马矟 、兜鍪和具装 ，均是北朝至隋唐时
期骑兵的特有装束 [7]，其艺术风格也符合该
时期的特征 [8]，因此年代应为 5～9 世纪，与前
几期有较大间隔。本期岩画在内容、技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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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与前期显然缺乏延续性，正是这种时代差
异的体现。

三 结 语

以上通过实例分析， 对岩画考古年代学
研究的原理、 路径和常见误区进行了总结、
梳理与更新，希望为今后的研究提供有益的
借鉴。 总的来说，分类的简明全面、分层的准
确客观 、典型画面样本的丰富程度 、典型图
像的检验确认和不同时期个体出现频率的

计算是最易被忽视或产生失误的环节，这些
环节的准确程度直接决定了研究的成败 。
具体操作过程可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灵活
调整 。

用考古学的方法，虽不能解决每个岩画个
体的精确年代，但可以普遍分析它们的相对年
代关系，推断绝对年代范围。 把握总体特征和
演变规律， 保障岩画信息的有序化和科学化，
将岩画年代判定融入考古学文化的体系中，从
而打开岩画研究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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